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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汉冶萍公司践行社会责任的博弈

——以汉冶萍对地方自治捐益为例
*1

张强

(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黄石 435002)

【摘 要】: 汉冶萍公司作为近代民族大型工矿企业，随西方文化的传入，其工业企业建设模式与管理制度也带

来了全新涵义的公益，附加了如医疗､抚恤等维系自身利益的责任，以及增加股东利润的根本责任。也增加了对外

承担与企业相关利益者的责任。汉冶萍公司在与地方自治捐益过程中的外部博弈，以及在管理企业生产者过程中的

内部博弈，尽皆强调践行社会责任的义务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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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创，汉冶萍公司作为近代民族大型工矿企业，亦处于巨大变革之情境。既有政治变迁所致管理纷繁，又逢办厂权属

之争。企业社会责任之担实属不易，时值近代西方慈善组织与理念的传入，传统慈善形式受其影响有所转变。作为效仿西方企

业之制而兴的汉冶萍公司游走于此转变之际，虽有社会环境之困所致企业自身利益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相冲突的博弈，亦有与内

部利益相关者(即生产者)社会责任的博弈，但汉冶萍公司践行社会责任的信念丝毫不敢忘却。

一､关于近代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提出较晚，由美国学者谢尔顿在 1924 年提出。他认为，企业的目标不单纯是为了生产商品和获取利润。

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人类需要的各种责任联系起来，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多样性特点，分为道德责任､法

律责任､经济(利益)责任､公益责任与慈善责任等诸多层面。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内嵌道德因素，同时社会利益应远远高于企业赢

利。但首先，应当对企业自身的利益承担责任，对股东利益负责是企业首要的社会责任。其次，企业要承担利益相关者的社会

责任。但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表明，上述两种责任的践行往往陷入巨大的矛盾漩涡。这与近代民族企业的历史境遇与

社会责任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

一方面，近代民族企业的境遇。近代民族资本企业是指近代中国社会以私有性资本投资建立的机器工业，后虽有官督商办､

官商合股等形式，但始终未脱离私人主导之性质。众所周知，民族工业的出现缘于 19世纪中叶后，中国为摆脱列强入侵之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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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始创工业并引领工业发展方向。至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民族工业取得初步发展，但极其缓慢。20 世

纪 20-30 年代一战后的国际环境为民族工业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机遇，但仍属夹缝中求生存。在此之后则为持久的

停滞与萧条。但正是在如此困窘的发展环境中，近代民族工业勃兴一时，进而打造了一批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民族企业家，

如张謇､盛宣怀､张之洞等。其所创之企业所体现出的“企业精神､企业文化”虽有传统慈善公益之要素，但其所采用之西方公益

理念与组织形式实可视其为实践“企业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的表现。

另一方面，传统社会责任执行主体的变迁与博弈。古代社会行使社会公益的主体主要在民间，因受政府､宗族､“外儒内法”

体制的专制统治，民间公益事务多以结社组织的形式构成施行的主体。如善堂､义庄､慈善会等，还有专门执行某一慈善事务的组

织，如救济粮食的义仓､救火会､赈灾会等。但这些传统的承担社会责任的组织都具有变动性､短暂性和有限性。近代社会的公益

概念则截然不同。近代社会的公益代表的西方的价值观，代表着社会民主､意志自由和政治与文化主体性等因素。随着西方文化

的传入，近代中国做为泊来品的工业企业建设模式与管理制度也采纳此类内涵的公益，附加了如医疗､抚恤等维系自身利益的责

任，以及增加股东利润的根本责任。同时更增加了企业承担利益相关者的责任。面临内忧外困的不良发展环境，这种公益本身

更倾向于为企业利润增益与为企业管理图便。此即是企业实现相关者利益之社会责任与企业自身利益之间的必然矛盾与博弈。

本文即以民国创立前后汉冶萍公司捐款与管理二个方面为例，探讨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的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的内部､外部博

弈。

二､民初汉冶萍公司对地方自治捐益及博弈

1.汉冶萍与大冶地方自治捐益与博弈

民初，汉冶萍公司面临所有权归属去向问题，自晚清 1911 年的铁路国有政策始至一战前，汉冶萍历经省有､国有､中日合办､

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争议阶段，公司发展屡屡受其所累。清末由国有之策所激起的革命中，公司机器遭毁伤，设施弃置，后亦

有煤矿生产停止，大冶铁厂产量削减，铁矿售银愈少。另公司亦有外债之虞，“计自民国二年至三年期间，共借外债二十项总

额达三亿七千余万元。”
①

公司偿债能力锐减，几近破产之境。民初的几年，正是公司发展的艰难时期，却又遇大冶地方捐益

之冲突纷争。民国初创之时，诸省纷纷援助响应，政府自治迅立，大冶地方亦如此。但经费尤不足以维系持久，因大冶铁矿坐

落于此，故必涉汉冶萍公司之利益并与其博弈。此即谓汉冶萍公司担当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即伦理与慈善责任等等。大冶地

方如何成为汉冶萍利益相关者，原因即为厂矿开办于地方，生产运销所需除外取外，皆源于地方。另厂矿人员多雇于地方，从

1924 年大冶铁矿矿山开采地职工人数即可说明，“查两山职员计三十余人，约占全厂矿四分之一，而匠工人等计一千六百余人，

实占全厂矿十分之八，”
②
其中匠人多为当地临时雇员。

汉冶萍公司(此指大冶铁矿)与大冶县地方的此种休戚相关的联系，亦造成企业正常生产运转过程中对地方多有影响，而致

地方要求给予相应报酬与赔偿等问题。至于此种要求是否合理，以及企业如何应对等便构成企业自身利益与利益相关者(即地方)

责任的外部博弈。

1913 年起，汉冶萍公司大冶铁矿就关于对大冶地方政府自治经费捐款问题与当地地方反复磋商，至 1916 年，历时 4 年之久，

仍存争议。其中既有冶矿的生产对地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有地方社会对公司的变相盘剥。1913 年 3 月，冶矿转陈了大冶

县议事会对汉冶萍公司的要求，共举十条。其中提到冶矿对地方社会的不良影响，如“自铁山开采以来，在该公司累获盈余，

在吾冶累受损失，田园废为行路，邱墓易为矿厂，此犹其小为者也。甚至火车飞驶，以途人而忽成齑粉，洞隧倾崩，以矿工而

忽葬深山，惨不忍言之事，岁以十百计。他如手足忽而残废，牲畜忽而伤毙，尤为层见叠出，更仆难数。”
③

为此，大冶县地

方向汉冶萍公司提出十条相关报酬或补偿要求:

一、火车无论往来每次须开棚车一乘以免行旅受风雨烟尘之苦，……，除棚车外，更须开一､二空矿车以便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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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铁路两旁须建设栅栏以防行人任意趋登，致有倾跌压伤之惨。

三､搭车费……，此款应尽数提归地方以符原议。……。近每车运费取至五串之多，以致吾冶百货腾贵，商民受亏。……。

四､搭车费既归地方，自应兴办铁路警察。……。其警丁薪资由自治会按月发给。

五､火车压伤人命，如系行人知误，宜优加抚恤，如系车工不慎，除抚恤外，应治以应得之罪。

六､开矿积土压毙路人及炸药中伤农民，并矿内压毙矿工均照第五条分别办理。

七､压毙猪牛羊等类以宜估价赔偿，……。

八､滨江堤岸均属本地产业，凡未经价买者皆应年纳租金

九､铁矿出产铁路转运，皆应抽收营业捐以助自治经费

十､……。按月抽收或以萍乡煤矿每年捐学校一万二千余两，公费捐八千余两为准，但萍系煤矿，冶乃铁矿，且萍每岁折本

而冶每岁有盈余，其学校､公费两捐自应以萍乡比例增加，……。
④

大冶县地方就此上述问题所述之十条要求，基本符合实情而近乎合情合理，如要求加开棚车以及空矿车等“以免行旅受风

雨烟尘之苦”
⑤
，还有火车站点建设棚栏以增安全等。此番请求是为公民､百姓考虑，双方并无争议。但其后大冶地方提出对每

年增加的行人搭车费用额度以及其费用归属问题的质疑，如“搭车费前清时，原议拨归地方兴办慈善事业，但有名无实，每年

施舍不过棺木数具､寒衣数袭而已，此款应尽数提归地方以符原议”，另“初办年间，每货一石不过收钱二十文，渐加至三十､

四十文不等。近每车运费取至五串之多，以致吾冶百货腾贵，商民受亏”，因此大冶地方要求只交纳每客四十文钱､搭车费归地

方以办路警､治罪车伤人命之车工､赔偿地方人畜损失，同时还提出对滨江堤岸拥有所有权，要对汉冶萍公司收取使用费等等，并

最终决议要对冶矿抽收营业捐以助地方自治。时值民国初创，各地方纷纷效仿以建立自治政府，故经费数额急缺，而大冶县对

汉冶萍公司的诉求应属过度，以致其后演变成恶意刁难､盘剥。

公司对此逐条核查陈情:针对多开棚车一事，“查矿车系专运矿砂而设，势难多拨载客”，但公司同时也指出了为方便民众

并从安全角度考虑，同意“应由矿局查系搭车人多之时或多开一棚车以免拥挤”。针对建栅栏等四条要求，公司函文称“系尊

重人道保全损失起见，应由该矿局办理”。尤其以第八条针对滨江堤岸收费的回复，突显公司对地方社会责任之重视与贡献。

回函称“查去年夏间，江水暴涨，堤闸危急，由矿局将矿石四百余吨抛入闸口，始免洪水内灌，化险为夷，保全实多，今年本

由堤闸局将此矿石取出送还，惟念一经取出，仍恐堤闸出险，现拟永不取还。”另外，公司拟每年捐款四千两为大冶地方自治

使用。

关于四千两捐款为大冶地方自治所用之事，早在 1914 年 5 月大冶地方就曾以抽捐以助地方自治或办警队为借口，要求公司

提供资金。但公司根据“前清奏准商办章程，每出生铁一吨捐银一两地税均在内，并无另外捐款”据理驳回。后大冶地方不甘

心错失盘剥之机，竟派代表到汉冶萍公司上海总部“以冶邑地瘠民贫，自治实无从筹款”为由，一再要求公司帮助。汉冶萍公

司后同意呈请湖北省政府“在应缴铁捐荐下酌拨充用”。而大冶代表却得寸进尺，进一步以“自治待用甚殷，缓不济急”暂借

四千两，声明系借款，并在湖北省政府同意以铁捐拨给充用后“借助之款即行停止”，但从此并无下文了。

汉冶萍公司与地方关于自治捐益的博弈，呈现出公司依归政府合法章程，详细认真核查，并以理驳辩的特点，然而地方政

府步步紧逼，事态升级，使汉冶萍公司尤其是大冶铁矿诸次面呈省政府以等裁决，但无实效。终演化成地方强勒明索的事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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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1914 年 4 月 23 日，大冶县府于下陆召开会议，约冶矿与会，出现强迫索款的情况，虽经冶矿据理力争，并声明应该等候湖

北省府指示解决之法，但是“人众言庞，难以理喻，并以如不交款当聚众阻止开山行车为要挟，经知事调停名酿风潮，暂借银

二千两交知事手收，以息纷争等”。
⑥

大冶县对汉冶萍公司的要求不断升级，而汉冶萍公司则从公益社会责任出发，既据理陈

情，以示无法承担不合理的盘剥要求，也借此表明公司为承担公益责任所付之代价。1915 年，大冶县府再次来函以冶矿捐助地

方公益费，现因地方自治复将兴办，冶县官绅要求仍照原数四千两捐助等情，于是汉冶萍公司开会并回复“公议:冶矿捐助公益

费上年已详由湖北军巡两署核减为二千两。已有定案，本难规复。惟念在冶添建新厂购地兴工，多资官绅之力，准照原数捐助，

应以二千两作为冶厂捐款，以二千两作为冶厂捐款，以示区别而免将来又索厂捐……”
⑦

除此之外，双方的博弈范围也扩大至企业其它社会责任践行领域。近代企业重视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回报社会的另一主要途

径是设立或捐资学校教育事业。比如近代知名的荣氏兄弟和荣氏集团即大力兴办教育事业，捐助教养院､学术团体等。汉冶萍也

依循此理念与惯行之法，在萍乡煤矿亦曾有旧例，“萍乡煤矿每年学校捐一万二千余两，公费捐八千余两”
⑧
，但大冶地方却以

此为标准，要求抽取营业捐以补地方自治经费缺额，上述第十条即为此议。

此轮博弈关于地方自治捐款数额､程序､合法性等问题，最终以汉冶萍公司妥协并承担四千两捐款为结束，但公司在此过程中

不断强调自身公益责任所在。其间既有公司主动承担社会慈善､道德责任，如方便地方民众出行､承担地方环境安全､优加抚恤赔

偿人､物伤害与损失等等，又有公司因公益事务而受胁迫勒索之事，如地方自治经费捐款本属公益所在，但地方政府却以此为要

挟之筹码。

从民国二年到民国五年，历时四年之期，地方自治与汉冶萍公司之博弈存续如此之久的内因可能缘自从 1911 年起，汉冶萍

公司经受一系列挫折，生产与销售大幅度地下降，“从 1911 年至 1913 年的三年时间内共计亏损洋例银 320 万两，已到了非扩

充出货不足以挽救的地步”
⑩
，以致企业虚弱即公司无力过多承担额外收益支出，使地方有机可乘并以此为胁，另一方面原因是

大冶铁矿新厂筹设时期，⑪筹设时期受大冶县帮助甚多，亦为感谢，同时也是冶新厂坚持保护自身利益，不受盘剥之故。⑫

2.民初汉冶萍内部管理利益博弈

近代工业企业对生产者的责任因事关企业切身利益而受重视，同时企业也是道德主体，这就“要求企业主动地､义不容辞地

对道德客体(利益相关者)承担获取利润之外为他者谋福利的责任。”⑫但企业投资者获取最大利润的要求与企业生产者的利益诉

求之间的冲突构成其内部博弈，结果往往以损伤或牺牲生产者利益而获取最大化利润，但对生产者的关怀也说明企业在试图平

衡投资者利润与生产者利益。

汉冶萍公司以煤铁等重工业为主，人身毁伤事故间有发生，公司为此加强救治，于铁厂､萍煤和冶矿皆设医院､常驻医生等以

行救护之责。“总经理钧鉴，窃据采矿股报称，查各国工厂或矿厂均附设医院，以资救护职工之疾苦，良以职工为工作之原动

力，必先谋职工之健全，方能增工作之效能，其对于救恤，莫不视为工业切要之图者，职是故也。我公司不惜巨资设立医院经

常之费，岁以万计，而因公死亡者，亦优给抚恤，爱护之道，至为殷切……”。⑬但汉冶萍公司设此相应设施并非旦日之功，亦

经反复辗转，始成惯例，至后来，才愈益增加经费款项并慎重对待。在 1914 年一战前夕，汉冶萍公司各厂缺医明显，“冶矿员

司约百名，矿工约二千名，起卸小工五百名，工匠二､三百名，向未设有医员”。⑭主要原因还在于商办前后的经费与生产收益

不足所致。同时由于缺医所致影响生产效率与工人生产能力，也出现诸多问题。“查开矿工程常有意外之损伤，往往有虽系重

伤原不至致命者，因本矿无常驻医生，须远道延医，因待医不及，以致身死，诚属可悼。”⑮

至 1924 年，除缺医问题依然存在外，医院设立地点等也出现问题。“厂矿相距数十里，医院所在地对于两山职工实属鞭长

莫及，职工等未能实受其惠，深为叹息，例如职工患病赴厂就医，往返至少须乘火车四五小时，而车抵石堡，⑯客车再不开厂，

病家即须步行三数里，方能到院，而客车由山到石堡，其能当日返山者，只有一次。故有时不及赶搭原车进山，即须在石堡借

宿，途中风寒劳苦，疾病往往因之增剧，种种痛苦亦即不愿再赴院就医。不得已而求其次，即就附近庸医诊治，转成重症者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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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乏人。又如受伤工人四肢损伤､皮肉破烂，虽两山设有急救室，为之包扎而转送医院时，须等候车辆，又须经若干小时方能到

院，或因流血过量，或当盛暑，烈日暴晒，伤口因之增剧，成为残废，甚至毙命者，实繁有徒，溯自开基汇职以来，职员之因

病死亡计千有余。”此种情形虽并未缺医所致，但没有给予医治伤者的便利却是事实，以致因工伤亡者不计其数。其中有各种

情况如迁延不治者；有猝发不及救治者；有送诊时中途毙命者等等。

除医生数量与医院设立距离远近等因素影响汉冶萍公司践行利益相关者的慈善､医护责任外，经费问题亦是公司主要考量因

素。1914 年 8 月王勋致公司医理事会函中明确提及薪金､药价之高，后采取以医师助理矿师整理文件的折衷办法，以期减少相应

支出。“兹查有区君斯湛，曾在香港医学堂学医十年，除深通医学外，汉英文字亦甚通晓，拟即雇充矿医，月薪一百两，并与

订明如值医暇，帮理公事洋文文牍，比较前时津贴外医，既可自有专医，又可助理文件……”但此种情形总归属于个例。另外

因医生数量如此有限，汉冶萍公司在考量薪金因素时，也不得不慎重考虑对医生的态度､情感和关系等问题，此亦构成公司自身

利益与生产者利益间的博弈。

1914 年 10 月 9 日，王勋和于竣年再致公司董事会函称，不便轻易解除与花费较多的医生的合同关系，如“骤然停送，有碍

感情”，建议“照旧致送，以全交谊”。而 1924 年关于大冶铁矿两山开采所缺医生之事，当时致函称“请补中医一员驻山”，

加上相关配套设施筹办等约需开办费万元，其所解决之法则截然不同。冶矿致电总局请求“然为避重就轻起见，或可由运务股

择取平车一辆略加改造，名为救护车，专务两山职工有急病重伤之用。此车无事时停放下陆，有事即以电话通知专放机车头拖

带到山，俾将病家速送卫生股，医治较之平常，因候山矿车以致延不能救者当胜一筹，如此办法则费用较省，而该股所陈不便

各节谈亦可略为解除”，上述请求与建议既考虑了开办费过多而无法实现专设副医的问题，又最终妥协通过改造平车运送病患

的方式解决因距离､时间等情况造成的迁延就医等问题。但公司最终回复“查以平车改造救护车运送病工，较为既属适用，复极

经济，自是可行，惟专放机车费煤较多，应暂缓议，希即查照办理。”公司还是因为设置专用机车(即火车拖车)所用燃煤经费

浪费较多，而暂停此议。

此轮博弈说明汉冶萍公司在医护救护上的种种措施，如医生数量､医生薪金､医生职责､医生就职地点等等问题的解决方式，

表面上看是基于公司生产正常运转的需要，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公司试图寻找经济利益与道德社会责任二者间的平衡点，即公

司始终未放弃承担社会责任。不间断､反复出现的博弈也构成了公司始终未忘近代民族工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佐证。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企业践行社会责任需考量诸多内外因素，而企业切身利益与相关者利益的责任博弈则是焦点。

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 20 世纪初西方近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

在当时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和排挤下，迫于生存和发展，民族资本只有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扩大企业和产品的社会

影响力，作为一种竞争方式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纵观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企业公益社会责任的发展史，笔者认为，企业的生存环境与企业的责任信念之间的关系是问题的关

键之一。现代民营企业与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历程有许多相似之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面临

或所处的地方政府的政治素质､管理素质､道德素质等，但企业对社会责任理念的虔诚度是企业是否愿意或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社会

责任的前提保障。企业承担投资者利润最大化的责任与承担生产者公益事务的责任，无一不是体现了企业的道德素质，同时也

体现了社会进步程度，亦是企业得以持续发展壮大的动力和企业发展的社会价值意义所在。因此，对当前民营企业来讲，至关

重要的是培养它们的企业社会责任信念与素质，要让其普遍认识到社会之责即是企业之基。

注释:

①全汉升:汉冶萍公司史略，文海出版社，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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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汉冶萍公司经理处为冶厂矿准以平车改造救护车事，1924[Z]，武汉:湖北省档案馆，汉冶萍档案 LS56-1-1232.

③复冶矿刘宝余坐办函稿(2 年 3 月 3 日发)，汉冶萍公司经理处关于大冶矿厂捐地方自治及各项公益经费钞件，1913[Z].

武汉:湖北省档案馆，LS56-1-1369.

④提议铁矿运道抽捐并善后条件，汉冶萍公司经理处关于大冶矿厂捐地方自治及各项公益经费钞件，1913[Z].武汉:湖北省

档案馆，LS56-1-1369.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复冶矿刘宝余坐办函稿(4 年 9 月 6 日发)，汉冶萍公司经理处关于大冶矿厂捐地方自治及各项公益经费钞件，1913[Z].

武汉:湖北省档案馆，LS56-1-1369.

⑧同上.

⑨大冶钢厂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冶钢厂志》(第一卷)。1985 年 9 月，46 页.

⑩大冶钢厂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冶钢厂志》(第一卷)。1985 年 9 月，319 页.

⑪大冶钢厂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冶钢厂志》(第二卷)。1985 年 9 月，3页.

⑫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研究，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⑬汉冶萍公司经理处为冶厂矿准以平车改造救护车事，1924[Z]，武汉:湖北省档案馆，汉冶萍档案 LS56-1-1232.

⑭王勋致公司董事会函，引自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444

页.

⑮王勋致公司董事会函，引自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444

页.

⑯笔者注:石堡为铁矿至石灰窑铁路线上的车站(今黄石上窑天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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